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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（charity）观念作为基督教宗教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在中古基督教构建宗教“神圣秩序”的战略活动中发挥

着核心价值作用。以往学界在研究该观念的过程中，多从宗教

神学的角度入手将其简单地看成基督教“博爱”精神的衍化形

式，而忽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内涵变化性，从而造成人们对

基督教慈善观念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以及对其功能作用的准

确定位。本文试以中世纪为例，以探讨基督教慈善观念形成

的历史背景、价值内涵及其在社会上所发挥的功能价值。
基督教的慈善观念产生于罗马帝国晚期，它是早期神学

家在当时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吸收犹太人和希腊文化相关

思想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再结合《圣经》中耶稣基督的教诲而

逐渐形成的文化观念。“犹太教的公正观念给与穷人表达愿

望、要求关怀的合法性，希腊文明中不记报偿的慈爱观奠定

基督教慈善观的概念基础，耶稣的教导与行为体现了基督教

‘给与’的宗教意义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发展，最终确立慈

善的神学意义：慈善行为代表着上帝之爱。”[1] 依据《圣经》[2]：

由于亚当和夏娃所犯下的罪孽,使得后代的人类“原罪”深重。
但仁慈的上帝并没有弃其子民于不顾，而是派其独子耶稣基

督入世行道，传播福音，以钉死在十字架的沉重代价为信徒

指明救赎方向。凡此种种，都彰显了上帝对人类的无私大爱，

由此形成了“博爱”的诫命。《圣经》中说：“亲爱的兄弟阿，我

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，都是由神

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，就不认识神。因为神就是

爱。”（约翰书 4：7- 11）这种“爱”体现在行动上就是关爱亲友、
爱护邻人、扶弱济贫。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把给饥饿的人以食

物、给口渴的人以水喝、给旅途中的人以住所、给赤身露体的

人以衣穿、看护病人、慰问囚犯等七件善事看作是上帝悦纳

的事情，做这些善事将具有无上的功德。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

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作

在我身上了。”（马太福音，25：42- 45）
宗教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：“宗教并非产生于人

类的沉思或者反省，也不是产生于幻觉或误解，而是产生于

人类生活的现实不幸，产生于人类计划与现实之间的冲突。”[3]

基督教之所以以神圣的方式来倡导人们间的互爱互助，是有

其现实根源和深远目的的———罗马帝国晚期，政治混乱、经
济疲敝、蛮族频繁入侵、瘟疫饥荒多次流行，大批民众饥寒交

迫、流离失所。在此背景下，“惟有凭籍人类超自然制裁的道

德律，方能控制人类野蛮的行动。而最重要的，这世界需要一

种教义；它能使人产生盼望以平衡其苦难，给予人慰籍以缓

和其伤怮，以如诗般的信仰来补偿平凡乏味的辛苦，以永恒

的观念消除人生短暂之叹，赋予一出宇宙性的戏剧以激励性

及尊贵的意义，否则这只是一幕幕生灵、生物及万物相继跌

落于无可避免之灭亡中，毫无意义且令人难以忍受的戏剧。”[4]

借助于上帝神圣的口吻，基督教劝诫富人从爱出发，慷慨解

囊，施舍穷人，给苦难中的人们以必要的慰藉、帮助和希望，其

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民众支持与拥护，使社会早日稳定下来，

以实现宗教构建“神圣秩序”的战略目标。作为一种“用神圣方

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”，宗教能在人类遭遇混乱危机时

构建起一种相对稳定、包罗万象的神圣秩序[5]。在构建“神圣

秩序”的伟大战略活动中，慈善观念充当了核心的价值手段。
为了劝说富人施舍钱财给穷人，《圣经》宣扬穷人是上帝

的选民，上帝是穷人的救世主，他与穷人同在，因此施舍穷人

实际上就是向上帝奉献。“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，神岂不是拣

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

些爱他之人的国麽”（雅各书，2：5）。为考验富人的信仰，上帝

经常以穷人的身份入世行讨，收取富人的“罪债”，因此施舍穷

人实际上是在奉献上帝。5 世纪拉文纳主教彼得曾说“乞丐的

手是上帝的穷人盒，给予穷人的人就是给予上帝的。”[6] 另外，

富人施舍钱财给穷人，这也符合上帝在世间所设立的财富共

有原则。《圣经》反复告诫富人不要贪婪追求物质财富，而要信

奉上帝，不管得到什么东西都不要私自占有，而要把它们无偿

地分给那些向自己求告的人。因为“上帝给与人们的一切世俗财

物就所有权来说是属于我们的，至于这些财物的使用权则不仅

属于我们，也属于那些我们能用超过我们之所需要的东西去

救济的那些人。”[7] 这种财富观点奠定了基督教道德家们的哲

学基础。这使他们得以振振有词地说，追求个人致富，不仅使

一个人自己的灵魂有坠落的危险，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非正

义的，因为他意图不正当地占有上帝给人们共同享受的财产。
通过施舍，“钱就变成了友爱精神的传播物，能够把人们

团结在一起，而不是去扩大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。人们意

识到自己不能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，而必须依靠别人的帮助

才能得以生存，于是，在人们心中就会出现一种每个人都会

具有的天然倾向，即内疚感，出现一种掩藏着的自责感。因

此，人们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无法清偿他人债务的负债

感。在这种负债感的指导下，人们就能够把大量的爱与谦卑

给与别人。”在这种财富的给予中，人们的心就从财富移到了

上帝身上，因为，在这种给予中，体现了把他人看成兄弟姐妹

这一上帝意愿，因而也就体现了上帝之爱[8]。
马克思指出，“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

应的社会关系，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

应的原理、观念和范畴。所以，这些观念、范畴也同他们所表

现的关系一样，不是永恒的。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。”[9] 十
二三世纪以来，随着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，早期产生于

“博爱”动机基础上的慈善开始向以追求来世回报和相互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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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慈善（Charity）观念作为基督教“博爱”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肩负着信徒在上帝面前恩宠救赎的神

圣使命，同时也充当着教会在中古西欧混乱的社会环境下构建宗教“神圣秩序”的核心价值手段。 通过慈善，基督教在

一定范围内缓解了贫富矛盾、慰藉了人心，稳定了社会秩序，从而促进了中古西欧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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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的“救赎”慈善发生转变。而这种转变则是与基督教的炼

狱、善功观念密切相关。炼狱观念起源于古代晚期，蔓延于中

世纪初期，在 12 世纪成为了整个慈善体系的枢纽所在，在

1274 年的第二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完全被接受。它是富人为了

在炼狱中净化自己罪恶的灵魂而发明的一种净化剂[10]。据说

它介于地狱和天堂之间，是信徒死后灵魂的暂栖之地，信徒

若想要使自己或亲属的灵魂迅速由炼狱进入天堂，就必须多

累积善功，善功越多，灵魂进入天国的机率越高，教会负责在

上帝面前兑换这些善功以决定每个灵魂的最终去向。善功的

形式多种多样，如祈祷、读经、抄写经文、斋戒、慈善施舍、捐
建慈善机构、给教会捐款等。在种种善功行为中，慈善的功效

最大，它有助于施舍者的灵魂早日进入天国。12 世纪的宗教

学者史蒂芬·朗格顿严厉地指出：“缺乏施舍的斋戒是毫无价

值的。伴以布施的斋戒具有双倍的功效。单纯通过弃绝食物

的方式苦修是没有价值的，除非心怀原罪进行苦修。”埃克赛

特的巴塞罗缪在教区训令中说：“施舍对罪孽的功效正如谚

语所说水熄灭了烈火而施舍消除了罪孽”[11]。当然并不是所

有的施舍都对精神目标有积极功效，高利贷者和其他从事非

法经济活动的人是不能进行施舍活动的。因为它们所施舍的

钱财来自于非法的收入，这对人的精神并没有什么裨益，“上

帝宽恕你并不是因为你所提供的施舍质量如何，而是看你的

目的和仁爱之心。”[11] 伴随着善功观念的出现，早期基督教的

慈善重心逐渐出现微妙变化，昔日的爱“已不甘于内心的寂

寞而要追求外在的形式来表达出来，原来的动机论逐渐走向

了效果论，原有的价值标准也开始由内心的爱变成了外在的

善功。”[12] 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基督教会走向堕落的开始。
但随着 14 世纪中期“黑死病”的爆发流行，基督教的慈

善观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，一种对穷人较为理性的观念看法

和救助原则开始出现在西欧社会内部。面对着因人口大量死

亡而出现的劳工短缺、物价上涨和大批的流浪乞讨人群，社

会对穷人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，昔日神圣、令人敬仰的穷人

开始被人们所质疑、敌视，主张对穷人进行区别对待的呼声

逐渐高涨。英国人菲茨伦夫在 15 世纪 50 年代写了大量关于

贫穷的文章。他认为财产即使在天堂里也会被发现，贫穷不

是财富，而是一种罪孽的产物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种“劳动

道德”：不劳动者不得食。这种观点贯穿于威廉姆·兰通 13 世

纪 70 和 80 年代的诗歌中[13]。在教会内部，13 世纪 50 年代巴

黎神学院的威廉姆、英国的威克里夫、理查德·菲茨拉夫尔和

罗拉德派，从《圣经》出发明确提出废除善功观念、救助“真正

穷人”、驱逐那些身体健壮的流浪乞讨人员的观点。罗拉德派

指责这些人终日游手好闲、不劳而获，他们榨干了国家的财

富，又窃取了真穷人应得的施舍，“他们伪装起来乞讨窃取了

穷人们的施舍；他们假装放弃他们原本能够维生的世俗财物

来骗取富人们的施舍，同时还劝说富人们生活错误的反基督

的信条中。”[10]在严峻的社会形势面前，昔日高踞神圣祭坛上

的穷人逐渐遭到人们质疑、指责，教会所宣扬的一视同仁慈

善原也面临重大挑战与变革，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变化，它表

明，为了信仰而理解的中世纪时代正在结束，为了理解而信

仰的时代正在到来……那种为了信仰而盲目行动的时代似

乎已告结束，人们已开始用较为理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现实

世界。一种新的原则也就不为人觉察地出现了，那就是需要

应高于宗教需要之上，宗教应能为现实服务。”[14]

尽管“穷人”群体和昔日不加区别的救助原则遭到了人

们的质疑指责，但基督教传统的慈善观念并不会因此马上消

失，它还将在社会上继续流传。“古老的教父慈善理想并没有

完全消失。在中世纪末期教会人士、贵族和富有的商人仍然

喜欢如以前那样在他们葬礼和周年纪念的时候来施舍大量

的穷人。建立在怜悯基础上的慈善活动作为富人为了减轻灵

魂在炼狱中折磨的最佳方式之一和使大量穷人得以活命的

唯一策略而贯穿于整个中世纪。”[15]

“在世俗道德根本上是由宗教支持所支撑的那些社会

里，宗教提供了极端重要的进行心态控制的力量。”[16] 面对中

世纪由瘟疫、饥荒、战争和经济波动所导致的大量贫困人口，

基督教从神学的角度出发，通过赋予慈善济贫神圣的功能价

值，从而使西欧社会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了缓和，使贫富差距

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中，确保了西欧宗教“神圣秩序”的长期

稳定。对此艾布拉姆·斯沃安中肯地指出说从作为“慈善的提

倡者”的神职人员（教士）角度来看，济贫计划有助于调整劳

动力市场，抑制穷人的暴乱活动和降低由于混乱所带给由个人

所组成的集体危险因素和社会浩劫后果。慈善或济贫计划可

以被当作一种社会保证机制来保护社会绝大多数的利益[17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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